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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四川成都16位商人集资36万贯
铜钱作为基本金，发行了纸质票劵“交子”，
是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雏型。因为纸币便于携
带、转运，客商两便，深受流通领域的欢迎，
全国各地乃至地方政府很快就群起仿效，先后
出现了类似的“会子”、“关子”、“公据”以及
由以上名称衍生的湖会、潮会和铅锡交子、金
银关子等等名目的纸币。到了南宋绍兴二十年
（1150）前后，南宋首都临安已有商人发行
“便钱会子”，因为会子与铜钱换算时会产生一
笔不可小觑的利润，绍兴二十九年（1159）时
会子的发行权被临安府所持有，三十年转到户
部，绍兴三十一年在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
市）成立了行在会子务，专职管理会子的印
制、发行等事项，从此，会子成为南宋政府应
对经济窘境的手段之一长期使用。为了抑制铜
钱流向北方金国，政府很快在两淮地区推行会
子。为了统一会子的规格，还专门设立造楮纸
的工场，规定只能以楮纸印制会子，会子因此
也叫做“楮币”、“楮劵”。
各种会子、交子、关子、公据，都有一定

数额的储备金作为发行基金，以保证会子的市
场价值。绍兴三十年南宋政府持有会子发行权
之后，开始时还能够以足额的储备金来作保
证，会子的价值拥有可靠的经济后盾，市场价
值稳定。到了孝宗乾道（1165——1173）年
间，因为国防和向金国进贡等原因，国家财政
困难，出现了前一届会子还没有兑换结束，政
府在没有增加储备金的情况下，连续印发了下
一届会子，同时增大了发行额，会子的市场价
值因此疲软。《宋史·食货志下二·钱币》载：
乾道四年（1168）议定立界限额发行会子，
“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缗为额”。但是，
这个规定很快就因为国家财政的困难而被打
破，孝宗淳熙四年（1177）发行第四界时，会
子发行额就已开始大幅度增加。如此积弊年复
一年，至第九界以后已无法控制数额，宁宗
（119-1224）在位期间，因为开禧年间韩侂冑
轻率向金开战，军费骤增，会子发行量成倍上
升。以下是宁宗开禧元年第十三届至嘉定四年
第十五届的三届会子发行量的统计：
开禧元年（1205年） 第十三界：发行量

5548万緍；

嘉定二年（1209年） 第十四界：发行量
11263万緍；
嘉定四年（1211年）第十五界：发行量

23000万緍。
从以上数字不难看出，宁宗一朝会子的膨

胀速度是以几何级数上升的。到了理宗嘉熙四
年(1240)时，社会上流通的十六、十七两界会
子数额已达达5亿。为了控制会子发行量，政
府又发行了以一贯准十七界五贯的十八界会
子。因为十七届会子基数的原因，十八届会子
的发行量仍然达到5000万的巨额，远远超出
了乾道四年设定的“界以一千万緍为额”的数
字。在由会子流通膨胀造成的市值持续长期疲
软的情况下，许多商人以低价收购会子，从而
促使铜钱的价值持续走高，会子价值更是越发
不可收拾。史载会子初发行时，一緍值铜钱
770文，淳熙十六年（1189）临安府会子一缗
值700余文，从此之后一路狂跌：宁宗庆元元
年 （1195），一缗值 620 文 ，嘉定三年
（1210）一缗值400余文，端平三年（1236）
一緍值300文，到宝佑年间（1253－1258），
十八界会子每缗只能兑铜钱192文。
理宗淳佑七年(1247)，政府对会子的恶性

膨胀已经失去了以新换旧的控制能力，只能规
定十七、十八两界会子不立限，永远行使。在
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时任监察御史的陈求鲁
上书说出了自己的忧虑和见解。《宋史·食货下
二·钱币》载：
“（淳祐 ）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言：

‘议者谓楮便于运转，故钱废于蛰藏；自称提
之屡更，圜法为无用。急于扶楮者，至嗾盗
贼以窥人之阃奥，峻刑法以发人之窖藏，然
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
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
忧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
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
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
所失者不可胜计矣。京城之销金，衢、信之
鍮器，醴、泉之乐具，皆出于钱。临川、隆
兴、桂林之铜工，尤多于诸郡。姑以长沙一
郡言之，乌山铜炉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鹅羊
山铜户数百余家，钱之不坏于器物者无几。
今京邑鍮铜器用之类，鬻卖公行于都市。畿

甸之近，一绳以法，由内及外，观听聿新，
则鉟销之奸知畏矣。香、药、象、犀之类异
物之珍奇可悦者，本无适用之实，服御之间
昭示俭德，自上化下，风俗丕变，则漏泄之
弊少息矣。此端本澄源之道也。”有旨从
之。 ”
可以看出，陈求鲁对于滥发会子的做法和

支持会子的人（急于扶楮者）是深恶痛绝的，
以致于在奏折中用了“急于扶楮者，至嗾盗贼
以窥人之阃奥，峻刑法以发人之窖藏”这样的
竣语来陈说。针对由会子引发的国家经济危机
的严重局面，陈求鲁的主张是以钱本位的手段
来解决。他认为要应对这一场危机，必需处理
好钱币的发行量及其在流通领域的不正当现
象，为了防止铜钱的外流。应当减少或不购买
不必要的进口货物。他的这一见解，得到皇帝
的肯定：“有旨从之”，自淳祐八年（1248）到
景定四年（1263）的15年左右的时间里，没
有发行新的会子。可是，因为南宋国家经济颓
势这时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尤其是，这
之前联合元军消灭了金国，但元朝却因此成了
南宋更强大更危险的敌人，国防形势更为严
峻，加上国内水旱灾害的发生，虽然皇帝听从
了陈求鲁的建议，但终理宗一朝，再也没有出
现强有力的措施控制住“物与钱具重”的经济
形势，到理宗末年的景定四年（1263），仍然
还是以每日增印15万（第十八届）会子这一
类似于饮鸩止渴的办法来缓解经济上的困境。
会子自从绍兴三十年被南宋政府掌握之时

起，伴随着走完了之后的南宋政府全部历程，
它诞生的时候，在活跃市场，增大流通、促进
经济发展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南
宋政府肥它当作财政手段、尤其是企图以完全
等同于现代经济学理念中的通货膨胀的形式来
支撑财政困境时，它就成了套在南宋政府脖子
上促使经济持续恶化的绞索，最终导致了南宋
经济的全面崩溃。有学者研究表明，南宋被灭
亡，经济的崩溃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不过这
是别话，不说。
（本文依据陈求鲁纪念馆的资料和《宋
史·食货志》，综合网络资料而成。）
（照片来自网络，请作者是与编辑联系，
以便奉上稿费）

陈求鲁奏折里的历史
■阮柏林

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41岁的陈求鲁以第二名的
成绩及第，成为乐清历史上有数几位高名次进士之一。此
后，他在仕途上从地方政府的尉、丞到皇帝身边的近臣侍
讲、侍读，一路勤勤恳恳的当了30年官，以廉洁清明、刚
正不阿的高风亮节，赢得了朝野的赞誉和后人的敬仰。
史载陈求鲁英敏端重，博涉群书，尤精于《易》，但

是，他留给后人的财富，却是不大被人注意的经济学上的
贡献。《宋史·食货志》载录了他奏折中的二则相关内容，
一则说赋税，一则说会子，至今仍被学界所关注。

《宋史·食货志上·方田赋税》卷载：
淳佑八年（1248），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

书陈求鲁奏：“本朝仁政有余，而王制未备。
今之两税，本大历之弊法也。常赋之入尚为
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
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
闻今之州县，有借淳佑十四年者矣。以百亩之
家计之，罄其永业，岂足支数年之借乎？操纵
出于权宜，官吏得以簸弄，上下为奸，公私俱
困。臣愚谓：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
宜采夏侯太初并省州郡之议，俾县令得以直达
于朝廷；用宋元嘉六年为断之法，俾县令得以
究心于抚字；法艺祖出朝绅为令之典，以重其
权；遵光武擢卓茂为三公之意，以激其气。然
后为之正其经界，明其版籍，约其妄费，裁其
横敛，则预借可革，民瘼有瘳矣。”
表面上看，这是一则议论赋税的奏折，但

只要稍作注意就会发现，这则奏折的重心则是
另有所指。
宋朝的赋税实行唐大历两税法。所谓大历

两税法，其实是在唐德宗即位的大历十四年
（779）五月由宰相杨炎提出，第二年即德宗建
中元年（780）下诏开始实行的新税制。它的
基本内容是：由中央政府确定总的税额，然后
按各地具体情况分配征收数额；纳税对象不分
主、客户（原居住民和外来户），以当时的居
住地为准，外来户只要在居住地有资产（房
屋、土地），都编入居住地户籍，在当地缴纳
赋税；规定纳税对象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
地亩交纳地税，一年内分夏季和秋季两次完
成。同时废除之前的租、庸、调法的赋税内容
和其他一切杂税杂役。两税法的实施，消除了
原本极端混乱的税制，扩大了税收源头，也有

效的防范富人、权贵阶层偷逃税的途径，保证
了国家财税的来源。
客观的说，大历两税法的制订，是我国历

史上赋税制度的一大进步，至于陈求鲁说两税
法是大历弊政，其根源不在于大历两税法，而
在于两税法之外的杂税和预借等弊端。就象唐
德宗推行两税法后不久又增加了许多额外的税
收一样，宋朝虽然也行两税法，但有些税，如
丁口税、屋税等项，却又另外起税，并不包括
在两税当中，此外，又有许许多多推派、杂
捐、科索等额外的征收。陈求鲁在奏折中特别
提到的使百姓不堪重负的“预借”，也自有其
历史渊源。《宋史·食货志·方田赋税》卷载：
（绍兴）六年（1136）八月，预借江、浙
来年夏税绸绢之半，尽令折米。两浙绸绢各折
七千，江南六千有半。每匹折米二石。
正所谓上行下效，宋高宗赵构自己开启了

赋税预借之门，地方官吏因此以各种名义大行
预借之事，终南宋一朝这扇大门再也没有被关
闭过，当然，有些地方官的预借是逼不得已
的。陈求鲁曾任地方官多年，深悉其中的苦
衷，因而，他为救治这种种弊端所开出的“药
方”“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的四个
办法“宜采夏侯太初并省州郡之议⋯⋯用宋元
嘉六年为断之法⋯⋯法艺祖出朝绅为令之典
⋯⋯遵光武擢卓茂为三公之意”内容，则全在
于提高县令的地位和权力方面，这其中又另有
深意。
古代县令，既是一县之长官，掌管国家赋

于的地方政、民、财等大权，但同时，又要负
责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上司和过往军政要员们
接待等事务，以及其他一些貌似冠冕堂皇的推
派和征收，这些人员中的无论哪一个，都是县
令得罪不起的人物，无论哪一件推派，也都是

县令所怠慢不得的事，《宋史·食货志·
方田赋税》卷所载一事，就是南宋时
县令处境的最好写照：
（绍兴）二十六年，先是，承议郎鲁冲上
书论郡邑之弊：“以臣前任宜兴一县言之，漕
计合收窠名，有丁盐、坊场课利钱，租地钱，
租丝租纻钱，岁入不过一万五千余缗。其发纳
之数，有大军钱、上供钱、籴本钱、造船钱、
军器物料钱、天申节银绢钱之类，岁支不啻三
万四千余缗。又有见任、寄居官请奉、过往官
兵批券、与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略无虚日。今
之为令者，苟以宽恤为意，而拙于催科，旋踵
以不职罢；能迎合上司，惨刻聚敛，则以称职
闻。是使为令者惴惴惟财赋是念，朝不谋夕，
亦何暇为陛下奉行宽恤诏书、承流宣化者
哉？”吏部侍郎许兴古议：“今铨曹有知县、令
二百余阙，无愿就者，正缘财赋督迫被罪，所
以畏避如此。若罢献羡余，蠲民积欠，谨择守
臣，戒饬监司，则吏称民安矣。”乃诏行之。
绍兴二十六年 （1156） 去淳祐八年

（1248）已近百年，但是，从陈求鲁的这则奏
折内容可以看出，理宗时期的县令处境，并没
有得到改善，否则，陈求鲁不可能将赋税之事
与提高县令地位、权力之事扯到一起。陈求鲁
入仕之初即在县里当县尉，以后又在福建闽县
当了二年县令，很熟悉 当时县令的工作环境
和压力。在陈求鲁的眼里，当时有些县出现预
借数年赋税的事，正是由于县令地位低下，权
力小，无力抗御来自各方的不正当要求而致。
因而，他所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四个方法，归
结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办法，朝廷应当以提高县
令的地位和权力的办法来抑制各种不正当的杂
税杂征。

赋税

会子


